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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抑郁症患者的童年创伤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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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抑郁症患者童年创伤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儿童期虐待问卷、父母教养方式测评量表对865例抑郁症患者进行测评。结果：865例患者中，20.81%

存在童年情感虐待，14.22%存在童年躯体虐待，10.64%存在童年性虐待，39.42%存在童年情感忽视，25.20%存

在童年躯体忽视。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状况与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

体忽视、父亲的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的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均呈正相关（P＜0.05），与父母亲的情感温暖、

理解呈负相关（P＜0.05）。结论：抑郁症的发生与患者早期遭受的童年创伤和家长的不良养育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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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depression）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目

前是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1]。抑郁症的高发病率、致

残率、复发率和社会经济成本给个人、家庭和社会

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1990年～2013年患抑郁症和/或焦虑的人数上升了

近50%，从4.16亿增至6.15亿[2]。我国各地区抑郁症

患病率为1.6%～4.1%，抑郁症人群约4 000万[3]。研

究显示，很多青少年儿童呈现抑郁状态，甚至有自杀

自残行为的发生[4]。儿童和青少年是抑郁症风险迅

速上升的生命阶段，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的竞争压

力和传统的育儿方式有关[5]。儿童虐待（child abuse，

CA）是指对儿童有抚养义务、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

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

成实际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躯体虐待、情感虐

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行的经济性剥削[6]。CA会

使儿童在成长中或成年后出现抑郁和自杀行为等问

题。有研究指出，受虐待的儿童在一生中更有可能

患有精神障碍，更有可能发展为抑郁症[7-11]。本研究

探讨抑郁症患者抑郁状况与其童年虐待和父母养育

方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阐释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与

童年虐待和父母养育方式的关联，同时为制定抑郁

症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基于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1月中国“抑

郁症预警系统与综合干预”项目的数据。采用方便

抽样的方法纳入门诊患者和诊断重度抑郁障碍的住

院患者865例，参与量表评价的临床医生均经过严格

一致性的培训。纳入标准：均由两名经验丰富的精

神病医生共同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

ICD-10）中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年龄 18～55岁；具

有初中以上学历；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进入后续学习

数据库，本研究通过了本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包含性别、年龄、关系

状况、学历、职业、左右利手等，此外，还运用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17）、童年期创伤问卷（Chilhood TraumaQues

tionnaire，CTQ）、家庭教养方式量表（Egn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EMBU）进行评估。

1.2.1 HAMD-17 HAMD-17是临床最常用的评估

抑郁症症状程度的量表之一，因为它可以评估患者

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为治疗[12,13]提供指导。量表结果

分为：无抑郁（0～7分），轻度抑郁（8～16分），中度抑

郁（17～23分），重度抑郁（≥24分）[14]。每位患者都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病医生进行评估。

1.2.2 EMBU EMBU是 1980年由瑞典Umea大学

精神医学系 Perris 等 [15]共同编制的一套问卷，共 81

条，用于调查父母教养方式，目前使用的中文版是由

中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岳冬梅等[16]修订，确定

了 66条调查项目，修订后本量表Cronbach’s α系数

为 0.764，分为父亲 6个因子共 58个条目，即情感温

暖，理解（FF1）、惩罚严厉（FF2）、过分干涉（FF3）、偏

爱被试（FF4）、拒绝否认（FF5）、过度干涉（FF6）；母

亲 5个因子共 57个条目，情感温暖，理解（MF1）、过

度干涉保护（MF2）、拒绝否认（MF3）、惩罚严厉

（MF4）、偏爱被试（MF5）。

1.2.3 CTQ[17] CTQ 要求作者回忆 16 岁前的成长

经历。共 28个条目，其中包含 3个效度条目：“当时

我并不希望去改变家里的什么”、“我的童年是美好

的”和“我的家好的不能再好了”，用来测量被试是否

具有否认倾向，为 2 级计分（“是”计 1 分；“否”计 0

分），若效度条目总分为 3分，则剔除该问卷。其余

25个条目分为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

视和躯体忽视5个分量表，采用1（从不）～5（总是）5

点计分，问卷得分越高表明童年期虐待经历越严

重。本研究中，不讨论程度得分是否达到鉴定标准，

只要在童年期遭受过问卷中定义的虐待行为，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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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为发生过虐待。受试者任意一分量表的得分超过中-重度创

伤暴露阈值即认为存在相应类型的童年期创伤，即：情感虐待≥

13分、躯体虐待≥10分、性虐待≥8分、情感忽视≥15分、躯体忽

视≥10分，可认为存在相应类型的童年期创伤，而同时满足分

量表情感虐待＜13分、躯体虐待＜10分、性虐待＜8分、情感忽

视＜15分、躯体忽视＜10分的受试者可认为不伴有童年创伤。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5个分量表的α系

数分别为 0.75、0.90、0.62、0.57；量表拟合良好[(χ 2/df)＝2.98、

IFI=0.90、CFI=0.90、GFI=0.87、RMSEA=0.07、SRMR=0.06]。

1.3 统计学处理

分析所用软件为R4.0.3，首先利用Shapiro-Wilk正态检验对

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以中位数(P25, P75)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例（构成比描述）。HAMD-17在基线资料

上的差异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或 Kruskal-Wallis H 检验。

HAMD-17与儿童期创伤问卷的 5个维度及父母养育方式各维

度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再将相关性分析P＜

0.10的影响因素放入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利用AIC筛选最优模

型进行 stepwise逐步回归得到最优模型。检验水准α=0.05，双

侧检验。

2 结果

2.1 抑郁患者抑郁评分和童年创伤情况

共纳入抑郁症患者 865例，见表 1，抑郁症患者平均抑郁得

分为 19（14，23）分，其中HAMD得分 0～7分 45例（5.18%），8～

16分280例（32.37%），17～23分325例（37.57%），≥24分215例

（24.86%）。情感虐待得分为9.00（7.00，13.00）分，躯体虐待得分

为6.00（5.00，8.00）分，性虐待得分为5.00（5.00，6.00）分，情感忽

视得分为 14.00（11.00，18.00）分，躯体忽视得分为 7.00（6.00，

11.00）分；存在情感虐待 180例（20.81%），存在躯体虐待 123例

（14.22%），性虐待92例（10.64%），情感忽视341例（39.42%），躯

体忽视 218例（25.20%）。父母养育方式各因子得分情况如下：

FF1 得分 42.00（34.00，49.00）分，FF2 得分 17.00（14.00，22.00）

分，FF3 得分 19.00（17.00，22.00）分，FF4 得分 9.00（6.00，13.00）

分，FF5 得分 10.00（8.00，12.00）分，FF6 得分 10.00（8.00，12.00）

分，MF1 得分 47.00（38.00，55.00）分，MF2 得分 34.00（30.00，

40.00）分，MF3 得分 13.00（11.00，17.00）分，MF4 得分 12.00

（10.00，16.00）分，MF5得分10.00（8.00，13.00）分。

2.2 抑郁症患者抑郁状况的人口学分析

单因素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抑郁状况在不同性别、年龄、

关系、利手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同学历、职

业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抑郁症患者抑郁与童年创伤和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状况与情

感虐待（r=0.168，P=0.000）、躯体虐待（r=0.076，P=0.025）、情感

忽视（r=0.107，P=0.002）、躯体忽视（r=0.127，P=0.000）、FF5（r=

0.136，P=0.000）、FF6（r=0.124，P=0.000）、MF3（r=0.129，P=

0.000）、MF4（r=0.101，P=0.003）均呈正相关，与 FF1、MF1 均呈

负相关（r=－0.101，P=0.003；r=－0.135，P=0.000），与性虐待（r=

0.062，P=0.069）、FF2（r=0.065，P=0.057）、FF3（r=－ 0.010，P=

0.774）、FF4（r=－0.030，P=0.377）、MF2（r=0.053，P=0.116）、MF5

（r=－0.037，P=0.283）无相关性。

2.4 抑郁症患者抑郁与童年创伤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回归分析

纳入单因素 P＜0.10的影响因素，再用逐步法进行逐步回

归模型，最优模型根据AIC最小确定。模型检验F值为 8.114，

P＜0.05表示模型显著，回归模型有意义。偏回归系数检验P＜

0.05表示回归系数显著；因此情感虐待、情感温暖、理解及过度

保护进入回归方程（P＜0.05），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参与调查的865例抑郁症患者整体呈现中等抑

郁状态。有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存在童年期遭受虐待的经历，存

在情感虐待的 180 例（20.81%），存在躯体虐待的 123 例

（14.22%），存在性虐待的 92 例（10.64%），情感忽视的 341 例

（39.42%），躯体忽视的218例（25.20%）。本研究显示：抑郁症患

者的抑郁状况与遭受童年期虐待的各因子之间均成正相关

（P＜0.05），与前期多项关于童年时期遭受身体、情感和性虐待

都与成年期抑郁和焦虑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的研究一致[18-23]。父

母因工作繁忙，工作压力较大，给孩子经济上的支持较多，却忽

视了孩子需要陪伴的需求，更有甚者，当孩子出现叛逆、顶嘴等

情况时，通过打骂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导致亲子关系更进一步恶

化，给孩子的心灵埋下阴影。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用消极

的、负面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而本研究显示，

过度被父亲保护的儿童，抑郁得分更高，这可能与中国父母普遍

更倾向于无微不至地照顾儿童有关，他们普遍对孩子的衣食住

行非常关注，同时对孩子的言行举止有更多的控制。儿童到达

学龄期后到中学阶段，养育者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儿童和

父母都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养育者在教育方

式上体现为过度保护孩子，导致孩子的脆弱性越来越高，经受不

起挫折；而在学习上，青少年遭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因为过重

的压力负担、导致罹患抑郁症的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龄

期青少年因为抑郁情绪辍学。

本研究中，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状况与其家庭的养育方式的

各因子之间均有相关性，这也说明家庭养育方式对患者抑郁状

况的影响。研究显示父母过度使用拒绝否认可引起孩子的愉快

感丧失，产生不信任感，内化为无价值、无助、缺乏爱的消极信

念，同时过度的保护会削弱孩子的适应能力，在遇到问题时难以

自己解决[24]。父母不良的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少年健康心理行为

的发展，长期处于这种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中，加上负性生活事

件的不断积累容易导致青少年丧失生活信心，从而采取消极的

应对方式。本研究显示，情感、温暖理解的养育方式不对青少年

抑郁症造成影响，说明父母的理解、并给予情感上的支持能帮助

儿童减轻压力、减少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综上所述，青少年时期是抑郁高发的一个生命时期，家庭

对儿童青少年的不良养育方式是引发抑郁症发生的可能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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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关注青少年家庭的整体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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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女性

男性

年龄

18～22岁

23～26岁

27～30岁

>30岁

关系状况

单身

恋爱状态

已婚

学历

高中及以下

专科及本科

硕士及以上

职业

在校学生

专业人士

待业

利手

左利手

右利手

例数

655

210

590

156

59

60

584

207

74

50

711

104

638

171

56

22

843

M(P25, P75)

19.00 (14.00, 24.00)

19.00 (14.00, 23.00)

19.00 (14.00, 23.00)

18.00 (14.00, 22.25)

20.00 (14.00, 25.50)

20.00 (14.75, 25.00)

19.00 (14.00, 23.00)

19.00 (14.00, 24.00)

20.00 (14.00, 25.00)

20.00 (13.00, 25.75)

19.00 (14.00, 24.00)

17.00 (12.75, 22.00)

18.00 (14.00, 23.00)

20.00 (14.00, 24.00)

23.50 (19.00, 27.25)

20.00 (16.25, 24.50)

19.00 (14.00, 23.00)

U/H值

71343.000

2.657

2.335

6.116

22.865

10193.000

P值

0.415

0.448

0.311

0.047

<0.001

0.426

表1 抑郁症患者抑郁状况的人口学分析（n=865）

(Intercept)

情感虐待

性虐待

躯体忽视

情感温暖、理解(FF1)

拒绝、否认(FF5)

过度保护(FF6)

Estimate

7.239

0.129

0.147

0.114

－0.134

0.157

0.257

Se

2.234

0.064

0.098

0.075

0.045

0.098

0.093

t

3.241

2.023

1.501

1.522

－2.956

1.599

2.773

P

0.001

0.043

0.134

0.128

0.003

0.110

0.006

P25

2.855

0.004

－0.045

－0.033

－0.223

－0.036

0.075

P75

11.624

0.254

0.338

0.262

－0.045

0.349

0.438

β

0.086

0.052

0.061

－0.142

0.081

0.112

VIF

1.657

1.100

1.484

2.138

2.356

1.492

注：模型检验：F=8.114，P=0.000000，R平方(拟合优度)=0.070，校正R平方=0.062，AIC=5729.353，BIC=5776.980

表2 抑郁症患者抑郁状况与童年期创伤和父母养育方式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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